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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政府规制网络游戏的意向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不同群体的差异性分析

任怡林　 牛　 静

摘要:通过对网络游戏玩家和非网络游戏玩家的比较,可以探索人们支持规制网络游

戏的意向及其影响因素。 实证研究发现:人际讨论、制度信任、风险感知均影响网络游戏玩

家与非玩家支持政府规制网络游戏的意向;但影响程度不同,风险感知是非网络游戏玩家

支持规制意向最强的预测因素,而影响网络游戏玩家支持规制意向的最强因素是制度信

任。 此外,人际讨论对支持规制意向的作用机制是通过风险感知这一中介变量而实现的。
网络游戏玩家与非玩家的人际交流、制度信任、风险感知、支持规制意向存在显著差异。 建

构公众支持政府规制网络游戏意向的理论模型,可揭示不同群体支持规制意向形成的内在

机制,从而为政府部门规制网络游戏提供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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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缘起

网络游戏凭借其隐匿性、草根性、互动性等特点而深受人们的喜爱。 近年来网络游戏产业迅猛

发展,适合各类群体使用的游戏应用频出,同时智能手机的普及使普通用户接触网络游戏的概率增

大,网络游戏用户数量激增。 “截至 2019 年 12 月,游戏类 APP 数量达 90. 9 万款,占 APP 总量比重

为 24. 7%,其数量在移动应用种类中排名第一,截至 2020 年 3 月,我国网络游戏用户规模达 5. 32
亿……占网民整体的 58. 9%。” [1] 然而,网络游戏流行和使用所引发的社会问题接踵而至,网络游戏

成瘾、网络游戏引发暴力犯罪等问题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 众多研究表明,网络游戏中的暴力色情

内容会对孩子的态度和行为产生负面影响,玩这些游戏会导致上瘾和攻击行为的增加[2] 。 玩暴力游

戏更容易引发攻击性思维,唤醒攻击性情绪,诱发攻击性行为和减少亲社会行为[3] 。 网络游戏使用

可能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因此人们要求规制网络游戏的呼声越来越高。
中国网络游戏规制模式是政府机构主导型[4] ,即通过政府出台的相应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进行治理,多个部门依据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对网络游戏进行发行前的审查和上市后的监督。 学

界对网络游规制戏的研究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研究政府规制网络游戏的发展历程;其二,探
究政府规制网络游戏的法律法规内容的合理性和缺陷,为政府规制网络游戏提供建议;其三,研究政

府规制或防范网络游戏成瘾的路径[5-7] 。 现有文献多是以论述方式基于管理者的视角进行研究,缺
少以实证方法进行基于公众视角的研究。 而公众是受网络游戏规制影响最大的群体,网络游戏规制

的合理性与否直接影响着公众的游戏使用体验,同时公众对网络游戏的认知也影响着政府规制政策

的出台。 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公众支持政府规制网络游戏的意向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这是本研

究的第一个问题。



公众支持政府规制网络游戏的意向可能与风险感知密切相关,因为风险感知多次被证实是影响

人们行为意向的重要因素。 人们对某一事物风险的感知可能来源于直接经验或间接经验,直接经验

是指个人的亲身经历与感知,间接经验是指通过媒体的传播或教育等获得的感知[8] ,有研究发现受

事件直接影响的人和未直接受事件影响的人对该事件的风险感知存在差异[9-10] 。 网络游戏玩家对网

络游戏的认知或感知往往是通过其直接经验而形成的,但非网络游戏玩家对游戏的认知更多是通过

间接经验而形成的。 那么,玩家和非玩家支持政府规制网络游戏意向及其影响因素是否存在差异

性? 这是本研究的第二个问题。
鉴于此,本研究以网络游戏玩家和非网络游戏玩家两个群体为研究对象,探究人们支持政府规

制的意向及其影响因素,试图构建公众支持规制意向的理论模型,从而揭示不同群体支持规制意向

形成的内在机制。 这同样可为政府部门规制网络游戏提供建议。

二、文献探讨与模型建构

规制是国家在社会集团行为或个人行为与社会共同目标不一致时所采取的纠偏措施和行为限

制[11] 。 当前,网络游戏的繁盛有助于经济发展,但造成的一系列社会发展问题不容小觑,因此,需要

政府部门对其进行规制,以平衡经济收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冲突。 而合理的政府规制行为会使公众

获得较好的游戏使用体验,从而进一步提升公众对政府规制的支持意向,公众的这种支持意向又会

进一步增强政府规制行为的合理性。
行为意向( Behavior

 

Intention,BI)是指决策者对从事某项行为主观概率的评价[12] 。 换而言之,行
为意向是指一个人想要实现某种行为时,计划或者愿意付出多大的努力。 计划行为理论(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TPB)将行为意向视为行为发生的最直接、最准确的预测变量,因为行为意向包含了

影响行为决策的所有动机因素,而这些因素又暗示行为主体愿意为该行为付出努力的程度[13] 。
Ajzen 等认为,相比态度、感觉和信念等因素,行为意向可以更准确地预测行为主体的未来行为,如果

想要判断行为主体在未来采取某种行为的可能性有多大,最佳办法就是了解行为主体的行为意

向[12] 。 由此可见,行为意向是行为强有力的预测因素,在行为决策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若想了解人们对某件事情所采取的行为,了解其行为意向是至关重要的。 鉴于此,笔者着重研究网

络游戏玩家和非网络游戏玩家支持政府规制网络游戏的意向及其影响因素,并分析这两个群体在该

事上所存在的差异。
(一)制度信任与支持规制意向

本研究中的行为意向是指网络游戏玩家和非玩家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支持政府规制。 具体而言,
包括对政府规制网络游戏行政法律性规制和经济性规制的支持意向。 制度信任是影响公众对政策

支持意向的关键因素。 制度信任在组织中表现为成员对组织制度可信任程度的评价[14] 。 Welter 认

为,制度信任是对政治、法律、经济架构和非正式规则的功能的信任。 制度信任的对象主要是制度本

身和制度功能[15] 。 因此,在对制度信任进行测量时,从制度合法性和制度有效性两个维度进行测

量。 制度合法性是指群体接受程度,即该制度是否是可取的、正当的、合适的,强调的是利益相关者

的接受状况,而制度有效性是指制度是否得到有效的执行[16] 。
本研究的制度信任是指公众对国家网络游戏主管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华人

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新闻出版署等)制定的管理网络游戏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法规的信任,
主要从制度合法性和制度有效性两个维度来评估制度信任。 制度合法性主要是测量不同群体接受

网络游戏规章制度的程度和状况,制度有效性主要是测量不同群体对制度执行效用的信任程度。
制度信任是进行有效治理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影响公共政策实施的关键因素[17-18] 。 Smith 等

在研究民众支持应对气候问题的政策的意愿时发现:居住在具有高度制度信任的人更愿意支持政府

出台的政策[19] 。 何可等人和魏东等人在研究农民参与环境治理意向时也发现农民的制度信任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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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其参与治理的意愿。[20-21] 故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a:网络游戏玩家的制度信任正向影响其支持规制意向

H1b:非网络游戏玩家的制度信任正向影响其支持规制意向

(二)人际讨论与风险感知、支持规制意向

人际讨论的核心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递和交流活动。 本研究的人际讨论主要是指人们

对媒体报道的有关网络游戏负面新闻内容的讨论。 已有的研究表明,越频繁接触媒体信息的人,越
会频繁地就接收到的相关信息进行人际间讨论,这进而影响个人的规范认知和行为[22-23] 。 Jenn 等人

的研究发现,积极的人际传播策略可以提高人们对政策的支持意向[24] 。 Hannibal 等研究发现,对环

境问题讨论越多的人,越愿意支持政府出台的环境治理政策[25] 。 Scheufele 认为人际讨论可以影响

人们的政治参与行为,但影响是微弱的,具体而言,越是善于与人交流的人,其支持政府政策的意向

会越强烈[26] 。 因此,本研究拟验证人际讨论是否会影响人们对政府规制网络游戏的支持意向,故提

出如下研究假设和问题:
H2a:网络游戏玩家对负面信息的人际讨论正向影响其支持规制意向

H2b:非网络游戏玩家对负面信息的人际讨论正向影响其支持规制意向

风险感知指个体对存在于外界的各种风险的感受和认识[27] 。 在网络游戏使用情境中,风险感知

是指网络游戏用户在使用游戏过程中对游戏不良影响的感知。 这种不良影响可能是心理上或生理

上的,如过度使用网络游戏造成身体疲劳、耽误学业和工作、导致自闭等[28] 。
以往研究表明风险感知是影响行为意向的重要因素之一,Smith 等在研究民众支持气候政策的

意愿时发现,居住在具有气候问题的国家的人更愿意支持气候政策[19] 。 张郁的研究也发现,公众对

环境类邻避设施的健康和环境风险感知是影响其参与意向最重要因素[29] 。 依此来推测,公众对网

络游戏使用行为的风险感知可能会影响其支持政府规制网络游戏的意向。 鉴于此,本研究提出研究

假设:
H2c:网络游戏玩家的风险感知正向影响其支持规制意向

H2d:非网络游戏玩家的风险感知正向影响其支持规制意向

张龙在研究农民工对城市的适应时发现,人际讨论是建构农民工对城市的风险认知的重要因

素[30] 。 罗茜等人和 Binder 等人的发现都证实了人际讨论的频次会增加人们的风险感知。[31-32] 崔波

等人的研究发现人们对转基因食品的讨论会增加其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感知。[33] 那么人们对网络

游戏负面报道的讨论也有可能会增加人们对网络游戏使用行为的风险感知。 故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e:网络游戏玩家对负面信息的人际讨论正向影响其对网络游戏使用行为的风险感知

H2f:非网络游戏玩家对负面信息的人际讨论正向影响其对网络游戏使用行为的风险感知

(三)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

已有的研究多次证明人际讨论会影响人们支持某一政策的意向[25] 。 但这些研究仅仅讨论了人

际讨论对支持规制意向的直接影响,并没有发现其影响的过程和机制。 那么,人际讨论究竟如何影

响支持规制意向? 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考。 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认为:被用来

描述风险或风险事件及其特征的风险信号会被个人或社会“放大站①”放大[34] ,这种放大的风险会增

强或减弱公众的风险感知,进而会导致一些态度或行为改变,如:对风险事件的态度改变、政治和社

会压力的变化、风险监测和监管的变化、要求实施限制性管制等[35-37] 。 本研究希望分析:当媒体报道

和人际讨论作为风险内容传播的“放大站” ,人们对网络游戏负面报道的讨论是否会加重人们对网络

游戏使用行为的风险感知,风险感知进而影响人们支持规制意向。 故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a:风险感知在网络游戏玩家对负面信息的人际讨论与支持规制意向的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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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b:风险感知在非网络游戏玩家对负面信息的人际讨论与支持规制意向的关系中发挥中介

作用

(四)网络游戏玩家和非网络游戏玩家的差异性

人们对某一事物的风险感知可能来源于直接经验或间接经验[8] ,研究者也发现受事件直接影响

的人和未受直接影响的人对事件的风险感知存在较大差异[9-10] 。 网络游戏玩家对网络游戏的认知、
感知往往是通过其直接经验而生产的,但非游戏玩家对游戏的认知更多是通过间接经验而形成的。
因此,他们在制度信任、人际讨论、风险感知、支持规制网络游戏的意向等方面可能存在差异,故提出

如下研究假设:
H4a:网络游戏玩家和非网络游戏玩家的制度信任存在差异

H4b:网络游戏玩家和非网络游戏玩家支持规制意向存在差异

H4c:网络游戏玩家和非网络游戏玩家的人际讨论存在差异

H4d:网络游戏玩家和非网络游戏玩家的风险感知存在差异

三、研究方法

(一)问卷设计与量表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获取数据,在设计问卷时,所有变量测量题项均参考了国内外研究中的

成熟量表,以确保量表效度。 此外,根据国务院、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等部门出台的规制网络游戏

的法律法规,对制度信任和支持规制意向的量表进行调整。 问卷针对上述研究模型中的 4 个变量,
设计了 26 道题目,所有的题目均使用李克特五级量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一般,同意,非常同意)
进行测量。 每个变量对应的测量题项和量表来源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测量

变量 题项 来源

制度信任

我相信政府出台的法律法规规定网络游戏公司对游戏玩家进行实名制是合理的
我相信政府出台的法律法规规定网络游戏公司限制未成玩家的使用时长是合理的
我相信政府出台的法律法规对违规的网络游戏进行下架或罚款等处罚是合理的
我相信政府出台的法律法规对网络游戏的色彩、画面、音效等内容进行审查是合
理的
我相信政府部门对网络游戏内容上线前采取的审查和规范措施,可以有效地过滤掉
网络游戏里的不良内容(如:色情、暴力)
我相信政府部门要求网络游戏公司进行游戏实名制,可以有效地防止未成年人过度
使用
我相信政府部门对网络游戏检查和处罚,可以有效地规范网络游戏的内容
我相信政府部门对违规网络游戏公司进行的处罚是有力的

戚玉觉等[16]

姜素芳等[38]

人际讨论

当我看到媒体报道使用网络游戏的负面新闻时(如:过度使用网络游戏造成猝死、使
用网络游戏造成的财产损失、模仿网络游戏内容造成的犯罪和人身伤害等) ,我会:
我会与家庭成员交流
我会与亲戚交流
我会与朋友交流
我会与同事 / 同学交流
我会与他人讨论关于过度使用网络游戏造成猝死的媒体报道
我会与他人讨论关于使用网络游戏造成财产损失的媒体报道
我会与他人讨论关于模仿网络游戏内容造成犯罪的媒体报道
我会与他人讨论关于模仿网络游戏内容造成人身伤害的媒体报道

Lin 等[39]

Lee 等[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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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题项 来源

风险感知

我认为玩网络游戏会浪费时间
我认为玩网络游戏会浪费金钱
我认为玩网络游戏会影响工作或学习
我认为玩网络游戏会影响家庭和睦
我认为玩网络游戏会影响身体健康

Elias 等[41]

Weinstein[42]

支持规制意向

我愿意支持政府部门对网络游戏内容进行上线前的审查
我愿意支持政府部门加大对网络游戏内容违规行为的处罚力度
我愿意支持政府部门要求网络游戏公司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我愿意支持政府部门对网络游戏内容进行的不定期检查
我愿意支持政府部门对网络游戏场所(网吧)进行的不定期检查
我愿意支持政府部门对网络游戏进行严格的管理

Hoffne 等[43]

国家新闻出

版总署[44]

　 　

(二)数据收集与样本情况

在 2020 年 9 月 15 日—30 日,研究者通过 QQ 群、QQ 空间、微信群、微信朋友圈等多种途径以滚

雪球的方式发放问卷,最终获得了 652 份问卷。 为了确保问卷的质量,将填写时间低于 90 秒、所有

题目答案相同、前后选项相悖的问卷剔除,最终得到 523 份有效问卷。
问卷同时调查了受访者的性别、年龄、学历、婚姻状况、生育状况、已育受访者的孩子的年龄,详

细的样本构成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总样本构成情况(N= 523)

样本特征 分类 人数(个) 占比( %)

性别
男性 180 34. 42
女性 343 65. 58

年龄

18 ~ 25 岁 276 52. 77
26 ~ 45 岁 163 31. 17
46 ~ 60 岁 81 15. 49
60 岁以上 3 0. 57

学历

小学 4 60. 80
初中 34 18. 20
高中 82 10. 90
大学 324 6. 40

硕士研究生 69 1. 70
博士研究生 10 2. 10

婚姻状况
未婚 295 56. 40
已婚 228 43. 60

生育状况
未育 300 57. 36
已育 223 42. 64

孩子年龄

6 岁以下 27 12. 11
6 ~ 12 岁 51 22. 87

12 ~ 18 岁 59 26. 46
18 岁以上 78 34. 98

未知 8 3.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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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发现

(一)测量评估

本研究采用 SPSS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使用 Cronbach′s
 

Alpha 系数以检验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

度。 结果显示:量表整体的 Cronbach′s
 

Alpha = 0. 941,4 个变量分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均在 0. 882
以上(见表 3) 。 根据被普遍接受的 Cronbach′s

 

Alpha≥0. 70 的标准来看,量表具有良好的内在一致

性,信度较高,可以进行下一步的数据分析。 随后,使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来评估量表的聚合效度。 所

有变量的 KMO 值均大于 0. 9,Bartlett 球状检验中 P 值为 0. 000,平方差抽取量( AVE)均大于 0. 5,证
明该量表的效度较好。

表 3　 信度和效度分析

变量 Cronbach′s
 

α KMO P 值 平均方差抽取量( AVE)

制度信任 0. 882 0. 863 0. 000 0. 554

支持规制意向 0. 962 0. 911 0. 000 0. 841

风险感知 0. 933 0. 871 0. 000 0. 789

人际讨论 0. 939 0. 860 0. 000 0. 707

　 　

(二)不同群体的差异性分析

本研究选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分别考察两个群体在制度信任、支持规制意向、人际讨论、风险感知

上的差异性。 结果显示(见表 4) :制度信任、支持规制意向、人际讨论、风险感知 4 个变量的双尾概

率 p 值都小于 0. 05,达显著水平。 这说明网络游戏玩家和非玩家的制度信任、人际讨论、风险感知、
支持规制意向存在显著差异,且 t 值均为负值表明非网络游戏玩家的制度信任、支持规制意向、人际

讨论、风险感知均高于游戏玩家,其中,游戏玩家和非游戏玩家的风险感知差异最大。 因此,H4a、
H4b、H4c、H4d 成立。

表 4　 游戏玩家与非玩家的差异(N= 523)

游戏玩家 非游戏玩家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t 值 P 值

制度信任 4. 18 0. 67 4. 32 0. 63 -2. 45 0. 015

支持规制意向 4. 31 0. 67 4. 47 0. 62 -2. 84 0. 005

人际讨论 3. 51 0. 79 3. 76 0. 79 -3. 50 0. 000

风险感知 3. 31 0. 90 4. 04 0. 79 -9. 86 0. 000

　 　

(三)回归分析

1. 不同群体支持规制网络游戏意向的影响因素

本研究使用 OLS 回归分析方法探究影响两个群体支持规制网络游戏意向的因素,将受访者的性

别、年龄、学历、婚姻状况、生育状况以及孩子年龄作为控制变量,制度信任、人际讨论、风险感知作为

自变量,支持规制意向作为因变量,带入回归方程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见表 5) ,两个群体的制度信任、人际讨论、风险感知均正向影响其支持规制意向。 因

此,H1a、H1b、H2a、H2b、H2c、H2d 得到证实。 但对非游戏玩家来说,风险感知( β = 0. 475,p<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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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支持规制意向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制度信任( β = 0. 229,p<0. 001) ,而人际讨论( β = 0. 135,p<
0. 05)对其支持意向的影响最小。 对网络游戏玩家来说,制度信任( β = 0. 398,p<0. 001)对其支持规

制意向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人际讨论( β = 0. 183,p<0. 01) ,而风险感知( β = 0. 148,p<0. 05)对其支

持网络游戏规制意向的影响最小。 此外,所有的控制变量中,只有受访者孩子的年龄对其支持规制

意向产生了影响,即网络游戏玩家和非网络游戏玩家的孩子年龄越大,他们支持规制意向越高。

表 5　 网络游戏规制意向的影响因素 OLS 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非游戏玩家 游戏玩家 非游戏玩家 游戏玩家

控制变量

性别 -0. 011 0. 026 -0. 03 0. 047

年龄 -0. 107 -0. 126 -0. 078 -0. 053

学历 -0. 011 -0. 042 -0. 012 0. 009

婚姻状况 0. 133 -0. 147 0 -0. 029

生育状况 0. 07 -0. 184 -0. 313 -0. 045

孩子年龄 0. 311 0. 316 0. 307〠 0. 184〠

自变量

制度信任 0. 229〠〠〠 0. 398〠〠〠

人际讨论 0. 135〠 0. 183〠〠

风险感知 0. 475〠〠〠 0. 148〠

　 　 注:〠〠〠代表 p<0. 001,〠〠代表 p<0. 01,〠代表 p<0. 05,相关性是显著的

2. 人际讨论与风险感知

为探索影响两个群体风险感知的因素,本研究使用 OLS 回归分析方法,将受访者的性别、年龄、
学历、婚姻状况、生育状况以及孩子年龄作为控制变量,人际讨论作为自变量,风险感知作为因变量,
带入回归方程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见表 6) ,对非网络游戏玩家来说,人际讨论( β = 0. 404,p<0. 001)正向影响其对网络

游戏的风险感知,所有控制变量只有生育状况( β = 0. 523,p<0. 05)对非玩家的风险感知产生影响;
对网络游戏玩家来说,人际讨论( β = 0. 234,p<0. 001)正向影响其对网络游戏的风险感知,所有控制

变量只有孩子年龄对玩家的风险感知产生影响。 因此,H2e、H2f 得到证实。

表 6　 网络游戏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 OLS 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非游戏玩家 游戏玩家 非游戏玩家 游戏玩家

控制变量

性别 0. 038 0. 007 -0. 004 0. 018

年龄 0. 05 -0. 265 0. 135 -0. 263

学历 -0. 046 -0. 057 -0. 021 -0. 04

婚姻状况 0. 196 -0. 285〠 0. 201 -0. 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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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非游戏玩家 游戏玩家 非游戏玩家 游戏玩家

生育状况 0. 523〠 -0. 287 0. 362〠 -0. 272

孩子年龄 -0. 024 0. 538〠 -0. 014 0. 540〠

自变量

人际讨论 0. 404〠〠〠 0. 234〠〠〠

　 　 注:〠〠〠代表 p<0. 001,〠〠代表 p<0. 01,〠代表 p<0. 05,相关性是显著的

(四)中介效应的检验

本研究使用 SPSS 中的 process 插件检验中介效应,当置信区间不包含 0,且 P 值小于 0. 05 时,则
说明中介效应是显著的。 中介效应比则是指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值,这个值越大证明中介变量在

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中发挥的作用越大。 结果显示(见表 7、表 8) :网络游戏玩家的风险感知在其

人际讨论与支持规制意向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比为 17%;非网络游戏玩家的风险感知在

其人际讨论与支持规制意向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比为 56%。 因此,H3a、H3b 得到回应。

表 7　 网络游戏玩家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检验(Bootstrap 样本量为 5000)

直接

效应

间接

效应
总效应

中介

效应比

Bootstrapping
Bias-Corrected

 

95%CI

Lower Upper

P 值

人际讨论-风险感知( a) 0. 3561

风险感知-支持规制意向( b) 0. 2155

人际讨论-支持规制意向( c′) 0. 3618

人际讨论-风险感知-支持规制意向 \

0. 076 0. 4385 17% 0. 0337 0. 1274 0. 000

　 　

表 8　 非网络游戏玩家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检验(Bootstrap 样本量为 5000)

直接

效应

间接

效应
总效应

中介

效应比

Bootstrapping
Bias-Corrected

 

95%CI

Lower Upper

P 值

人际讨论-风险感知( a) 0. 4573

风险感知-支持规制意向( b) 0. 5064

人际讨论-支持规制意向( c′) 0. 1816

人际讨论-风险感知-支持规制意向 \

0. 2316 0. 4132 56% 0. 1077 0. 2721 0. 000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探究网络游戏玩家、非网络游戏玩家支持政府规制网络游戏意向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

制,发掘这两个群体在此问题上的差异性。 研究发现:这两个群体在制度信任、人际讨论、风险感知、
支持规制意向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制度信任、人际讨论、风险感知均对两个群体支持规制意向产生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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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影响。 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有一些意外的发现:①非网络游戏玩家对网络游戏的风险感知远高于

网络游戏玩家,且风险感知是非网络游戏支持规制意向最强有力的预测因素;②网络游戏玩家支持

规制意向很高,制度信任是影响其支持规制意向最强的因素;③人际讨论对支持规制意向的影响是

通过风险感知这一中介效应实现的,且非网络游戏玩家的风险感知在其人际讨论和支持规制意向关

系中发挥的中介作用大于网络游戏玩家风险感知发挥的中介作用。 这些研究发现有待进一步讨论。
其一,两个群体在支持规制意向及其影响因素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异。 独立样本 t 检验的结果显

示:非网络游戏玩家的制度信任、人际讨论、风险感知、支持规制意向均显著高于游戏玩家。 其中,非
网络游戏玩家的风险感知远远高于网络游戏玩家,这一发现有与之前的研究并不相同。 以往研究结

论通常是:对某一事件具有直接经验的人比间接经验的人的风险感知水平高,如:王积龙研究发现对

雾霾具有直接经验的保定市大学生的雾霾风险感知水平高于对雾霾具有间接经验的海口市大学

生[10] 。 但本研究并不支持这一论断。 可能存在两个原因:一方面,这与研究主题有关。 雾霾作为一

种灾害性天气,它带来的后果是负面的,雾霾地区的人们能够直接感受到雾霾天气对其身体、生活带

来的负面影响(如:雾霾导致呼吸道疾病、影响市民正常出行等) ,因此,雾霾地区人们的风险感知水

平往往高于非雾霾区。 但是,网络游戏使用行为带来的后果并不一定是负面的,对网络游戏玩家来

说,适当使用网络游戏是一种调节生活、放松娱乐的途径,过度使用网络游戏才可能会导致负面后

果,而网络游戏玩家作为直接经验者,对游戏的风险感知往往来源于自己的使用体验。 所以,风险感

知水平反而低于非网络游戏玩家,就像刘德寰等在研究教师群体对青少年网络游戏行为的认知和态

度时候发现:玩游戏的教师表现出对网络游戏益处更多的认可,而不玩游戏的教师更多肯定网络游

戏的害处[45] 。 另一方面,非网络游戏玩家对游戏的风险感知缺乏客观性,可能存在偏差。 这一群体

并未使用过网络游戏,无法直接感受到网络游戏使用存在的风险,其风险感知来源于间接经验,如媒

体对网络游戏的负面报道、他人对游戏引发各类问题的讨论等。 因为有研究表明:媒体报道(尤其是

图片)会影响受众的情绪,继而加剧受众对事件的风险感知水平[46] ,且本研究发现非网络游戏玩家

的对相关媒体报道内容的人际讨论对风险感知的影响远远大于网络游戏玩家。
其二,本研究证实了两个群体的人际讨论均正向影响其风险感知,但影响程度不同。 非网络游

戏玩家的人际讨论对风险感知的影响较强,即非网络游戏玩家对网络游戏负面报道的讨论会加剧其

风险感知水平。 此外,影响非网络游戏玩家风险感知的因素是多样的,本研究还发现非网络游戏玩

家的生育状况会影响其感知水平,即养育孩子的非网络游戏玩家比未养育孩子的人的风险感知高。
这可能与“父母”这一特殊身份有关,网络上充斥着大量有关未成年人过度使用网络游戏的负面报

道,而不使用网络游戏的父母群体在看到同类新闻时,往往更容易产生共鸣,因此影响其风险感知

水平。
其三,网络游戏玩家支持政府规制网络游戏的意向较高。 在这项研究中,笔者意外发现网络游

戏玩家非常支持政府规制网络游戏,测量网络游戏规制意向的题目(最大值为 5)的均值为 4. 31,远
远高于中位数 3。 本研究主要测量人们对政府部门审查游戏内容、加大违规行为处罚力度、加强对未

成年人的保护、检查网吧等措施的支持程度,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未成年的人身心健

康。 网络游戏玩家支持规制网络游戏可能的解释是:网络游戏玩家出于利他主义,认为基于保护未

成年人的目的,应当支持政府规制网络游戏。 Schmierbach 等人研究发现,第三人效果感正向影响人

们支持网络游戏的审查和规制的意向[47] ,也就是说,认为网络游戏对他人造成较大不良影响的人更

愿意支持政府规制网络游戏,游戏玩家愿意支持政府规制网络游戏的原因是为了保护他人。
其四,受访者的孩子的年龄也影响其风险感知和支持规制意向。 具体而言,这两个群体的孩子

年龄越大,他们支持政府规制意向就越高。 对游戏玩家来说,孩子年龄会影响其风险感知水平,即孩

子年龄越大的游戏玩家感受到来自网络游戏的风险越高。 这与当前社会实际情况相符,多数家长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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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认为网络游戏对孩子的学习与成长带来了极大危害,因此,他们对网络游戏的风险感知较高,也更

愿意支持政府规制网络游戏。
其五,网络游戏玩家与非玩家的制度信任、人际讨论、风险感知水平均正向影响其支持规制的意

向。 这与 Smith 等人[19] 、Jenn 等人、[24] 张郁[29] 的研究结论一致。 但是,这两个群体的制度信任、人际

讨论、风险感知对其支持规制意向的影响程度有着很大差异。 具体而言,网络游戏玩家支持规制意

向最强有力的预测因素是制度信任,但非网络游戏玩家支持规制意向最强有力的预测因素是风险感

知。 也就是说,越是相信政府能够对网络游戏进行良好规制的网络游戏玩家,越支持政府规制网络

游戏,非游戏玩家较高的风险感知水平使其更愿意支持政府对网络游戏进行规制。
最后,我们发现风险感知在网络游戏玩家与非网络游戏玩家的人际讨论与支持规制意向关系中

均发挥中介作用,即人际讨论通过风险感知进而影响支持规制意向。 这一作用机制印证了风险的社

会放大理论。 风险放大过程包括信息传播机制和社会反应机制:信息传播机制即人们对风险信息的

处理会增强或减弱人们的风险感知水平;风险放大过程的社会反应机制是指人们风险感知水平的增

长会激起人们对制度的反应,或者寻求来自政府或社会机构的保护。[36-37,48-49] 媒体上对网络游戏的负

面报道和人们对网络游戏负面报道的讨论呈现成为“放大器” ,人们对负面报道内容的讨论,加剧了

他们的风险感知水平。 曾有学者研究发现:人民网关于网络游戏青少年的负面新闻报道占关于网络

游戏报道总量的 90%。 媒体在报道中将网络游戏的危害放大,使网络游戏不断被“污名化” [50] 。 而

这些负面报道通过人际讨论被扩散、传播,进而增强了公众对网络游戏的风险感知。 随着人们风险

感知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希望并支持政府对网络游戏实施规制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风险感知在网络游戏玩家的人际讨论与支持规制意向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小于

非网络游戏玩家。 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人际讨论对网络游戏玩家的风险感知影响较弱,因为网络

游戏玩家的风险感知更多来源于其使用网络游戏的直接经验,而不是人际讨论,Kasperson 等的研究

表明直接经验对于最大限度地减少对风险的扭曲认识是非常有必要的[48] 。 因此,网络游戏玩家的

风险感知水平更为真实客观,更多的是受到直接经验的影响而非人际讨论。 另一方面,网络游戏玩

家的风险感知水平较低,因而对支持规制意向的影响较弱,所以,网络游戏玩家的风险感知发挥的中

介作用较弱,人际讨论更多的是直接影响支持规制意向。
总的来说,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影响不同群体支持规制意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制度信任、负面

内容的人际讨论、风险感知等都是重要的因素。 如果仅从单一的角度寻求政府规制的合理性往往会

有失偏颇,所以政府规制网络游戏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为了提升不同群体对政府规制网络游

戏的支持度,政府部门规制网络游戏的目标应该是多元化的。 保护未成年网络游戏玩家、敦促网络

游戏产业健康发展、提升网络游戏产业的经济效益等都应该作为规制网络游戏的目标而被政府所考

虑。 第二,规制网络游戏时,应当兼顾规制行为涉及的各个群体的利益,切勿仅基于非游戏玩家的风

险感知和他们强烈的支持规制意向就过多地限制网络游戏,因为非网络游戏的风险感知可能存在偏

差,应当注意游戏玩家的合理的利益诉求。 第三,媒体对网络游戏的报道多呈现为负面报道,这影响

着公众对网络游戏的客观认知,所以媒体应公正客观地对网络游戏进行报道和评析,同时,政策制定

者需要全面地了解有关网络游戏的媒体报道,特别是需要注意正面的报道,从而增强政策内容的合

理性。 第四,继续培育大众的制度信任,如出台相关政策时,应及时向游戏玩家解释动因,与游戏玩

家互动获反馈等,从而制定更加合理的网络游戏规制政策以获得玩家的认同。
本研究发现非网络游戏玩家的风险感知远远高于游戏玩家,未来的研究可以对非网络游戏玩家

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也可以对非网络游戏玩家风险感知进行更多层面的考察。 现行的网

络游戏规制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游戏玩家的用户体验感,但网络游戏玩家支持政府规制网络游戏的

意向非常高,那么,除了本研究发现的几个影响因素以外,也可以进一步发掘其他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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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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